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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度挑战和功能定位

———从国际海洋法法庭“气候咨询案”出发

李　 洁
（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２２）

　 　 摘要：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海洋法制度之间的交织愈加明显，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和国际法委员会也将气候变

化相关问题提交至国际海洋法法庭寻求咨询意见。 这一司法尝试在程序上和实体上都引起了诸多争议，对现有国

际法基础和海洋规则体系形成一定挑战。 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但是仅依靠海洋法制度全面调整“海洋—气候”议题存在明显的理论鸿沟和现实困境。 相比之下，“以气候变化制度

为主，以海洋治理体系为辅”的路径更具可行性。 中国今后应当多角度地加强气候议题与海洋议题的协同发展，在
从近海走向远海和深海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求建设海洋强国和担当气候治理负责任大国的双赢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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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气候变化作为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联合国重要议题，近年来出现新的动向，即与其他国际问题和

全球性危机产生复杂的交织。 其中，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活跃碳库，在调节全球气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

色。① 然而气候变化却对海洋环境保护和沿岸国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 这其中不仅包括海洋酸化、
海洋脱氧等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自然破坏，还包括可能进一步形成的社会问题和法律困境。 比如，海平面

上升对于不少小岛屿国家来说意味着国家领土的缩减甚至丧失，这不仅有可能导致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

“消亡”，也将产生严重的“气候难民”问题。② 气候与海洋的相互影响随即成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议题。
海洋议题逐步进入气候变化治理视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侧重于“科学论证”。 其中，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于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全面阐述了气候因素对海

洋已经造成和可能造成的影响。 报告指出，海洋可通过全球水、能量和碳的交换与气候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

相互联系。 与沿海环境密切相关的人类社区、小岛屿、极地地区和高山地区尤其容易受到海洋和冰冻圈变化

的影响。 远离海岸的其他社区也面临着海洋变化的影响，例如极端天气事件等。③

第二个阶段进一步落实在“议程相通”层面。 基于科学考证的完善和关联意识的增强，气候和海洋这两

个原本在联合国框架下相互独立的议题逐渐产生交集。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简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６ 次缔约方会议上，海洋问题被正式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进程中。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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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２２ 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的规则体系演进及中国因
应研究”（２２ＪＫ０２００）
作者简介：李洁，女，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

海洋储存了地球上 ９３％的二氧化碳，每年可清除 ３０％以上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其中，红树林、海草床和盐沼是海岸带最具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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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利江、武俊松：《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权利挑战、规则重构和诉讼愿景》，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第 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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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７ 月在葡萄牙里斯本举办的第二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也对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行动增强海洋的

气候韧性和减碳能力进行了特别讨论。
第三个阶段则体现为“司法实践”，即部分小岛屿国家将海洋法的解释和适用作为其推行气候变化政策

的途径之一。 由于小岛屿国家对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海洋影响更加敏感，因而也更积极地从不同角度给国

际社会施压，期望全球可以共同携手解决海洋气候危机。 继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宣布向国际法

院征求咨询意见的倡议后，同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安提瓜和巴布达以及图瓦卢政府签署了《建立小岛屿国家气候

变化和国际法委员会协议》（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简称《ＣＯＳＩＳ 协定》）。 据此成立的“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和国际法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简称 ＣＯＳＩＳ）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将气候变化相关问题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请求法庭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海洋法公约》）缔约方

在应对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影响方面所承担的义务发表咨询意见（简称“气候咨询案”）。①

相较于前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司法尝试更具急迫性和影响力，直接对现有的国际法基础和海洋规则

体系发起挑战。 一方面，“气候咨询案”涉及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法公约》（特别是第十二部分有关“海洋

污染来源”的解释，以及“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义务）的适用。 咨询意见虽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判，但依

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未来国际司法实践形成先例效果。 另一方面，该咨询意见申请也关系到气候变化治理

和海洋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其政治上的溢出效果可能影响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 同时，“气候咨

询案”中凸显出的法律争议和政治意义与中国生态文明目标和海洋强国建设关系密切，相关制度的发展也

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在此背景下，笔者将从这一最新国际司法实践出发，对案件涉及的管辖权

和实体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法公约》能够发挥的作用和面临的桎梏，探讨《海洋法公

约》在“气候—海洋”交叉议题未来发展中的功能定位。

二、国际海洋法法庭关于气候变化议题的咨询管辖权

国际海洋法法庭此前无论是在案件裁判中还是在咨询职能行使中都鲜有对《海洋法公约》环境保护义

务的涉及，更没有考虑过海洋环境保护义务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直到安提瓜和巴布达以及图瓦卢签署

《ＣＯＳＩＳ 协定》，通过海洋法机制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模式才正式开启。 ＣＯＳＩＳ 提出的咨询意见申请是建立

在《海洋法公约》缔约方具体义务的基础上，特别涉及到公约第十二部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义务。
ＣＯＳＩＳ 根据此义务提出了两大问题：其一，预防、减少和控制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或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而造

成的海洋环境污染，包括通过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至大气所引起的海水变暖、海平面上升和海水酸化。 其

二，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海水变暖、海平面上升和海水酸化。② 该申请主要面临

程序性和实体性两大层面的问题。 在程序性问题上，最为突出的就是咨询管辖权争议，即各方对于国际海洋

法法庭是否具有受理该项咨询意见申请的管辖权出现了明显分歧。

（一）国际海洋法法庭咨询职能的历史沿革和主要类型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依据《海洋法公约》设立的特别法庭，旨在裁判根据公约及其执行协定提交的所有争

端，以及其他任何以具体规定赋予法庭管辖权的协定所列之事项。 严格意义上来讲，国际海洋法法庭提供咨

询意见的职能起初仅限于海底争端分庭享有，这一咨询管辖权在《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第五节中有明确

规定。 《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１ 条允许海底争端分庭应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或理事会的请求，就其活动范围内

出现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至今，此类咨询意见仅发表过一次，即 ２０１１ 年就海底资源开发担保国责任

①

②

国际海洋法法庭将此案登记为第 ３１ 号案，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接收了部分缔约方和国际组织提交的书面陈述，并于同年 ９ 月进行了口头程
序。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国际海洋法法庭正式发布了关于海洋和气候变化的咨询意见。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２１ Ｍａｙ 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ｔｌｏｓ．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ｉｔｌｏ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ａｓｅｓ ／ ３１ ／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Ｃ３１＿Ａｄｖ＿Ｏｐ＿２１．０５．２０２４＿ｏｒｉｇ．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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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咨询意见。 不过，鉴于此种咨询意见管辖权适用范围有限，因此并不适合用于气候咨询意见的发布。
此外，国际海洋法法庭近年来旨在确立另一种属于法庭自身（或称为全庭）的咨询职能，但这种形式的

咨询管辖权在《海洋法公约》的文本中没有明确规定。 按照法庭此前的解释，此种咨询意见的发布权限可以

从《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 ２１ 条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中找到法理支撑。 国际海洋法法庭

在 ２０１５ 年发表的“关于次区域渔业委员会提交的咨询意见”中首次确认并使用了该项咨询管辖权。 小岛屿

国家和 ＣＯＳＩＳ 正是以此种形式的咨询管辖权为基础向国际海洋法法庭寻求气候咨询意见。
按照《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 ２１ 条的规定，法庭的管辖权包括按照本公约向其提交的一切争端和申

请，和将管辖权授予法庭的任何其他国际协定中具体规定的一切申请。 这一条在法庭于 ２０１５ 年发表的咨询

意见第 ５６ 段中被进一步阐明。 此处的“一切申请”不仅指争议案件，还包括咨询程序。① 此外，《国际海洋法

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规定，如果与《海洋法公约》宗旨有关的国际协定明确规定向法庭提交征求意见的请求，
法庭可以发表咨询意见。 这里为法庭实施咨询意见管辖权设置了需要满足的先决条件，主要包括“基于法

律问题”，以及“提交主体获得相关协定授权”等。

（二）ＣＯＳＩＳ 的管辖权策略及引起的国际争议

从国际海洋法法庭在 ２０２３ 年收到的书面陈述和进行的口头程序来看，提交意见的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对于 ＣＯＳＩＳ 提出的咨询意见申请是否具有管辖权”这一核心问题上呈现出三种不同的

态度，即赞成、观望和反对。②

大多数国家和组织认可了法庭在气候变化事项上发表咨询意见的管辖权。③ 赞成声音首先是肯定了

《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 ２１ 条和《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的授权，并认可 ＣＯＳＩＳ 通过签订协议的

方式提出的咨询意见申请满足以上规则和程序的要求。 具体来讲，这些国家和组织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

考证相符性的。 第一，《ＣＯＳＩＳ 协定》是一部与《海洋法公约》目标相关的国际协定；第二，《ＣＯＳＩＳ 协定》授权

ＣＯＳＩＳ 向法庭提交咨询意见申请；④第三，提交至法庭的问题具有法律属性。 支持者认为法庭全庭发布咨询

意见有助于厘清和引导各方在海洋法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和责任，并以此为契机完善《海洋法公约》在
气候变化方面的解释，进而提升《海洋法公约》面对新的系统性挑战的适应力。

同时，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没有正面支持法庭就此案的管辖权，但也没有给出明确否定的态度。 比如，日
本表示法庭应“谨慎决定”是否应当发布咨询意见。 又如，韩国、埃及等在提交的书面陈述中没有提及和回

应管辖权问题。
此外，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对此提出质疑，反对法庭全庭具有咨询管辖权。 反对声音主要强

调《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 ２１ 条和《海洋法公约》第 ２８８ 条都未明确授权咨询意见的发布权，并且认为，
《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的规定逾越了《海洋法公约》及其附件六《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的授权，法
庭不能依据“隐含权力”建立全庭咨询管辖权。⑤ 反对方认为海洋法法庭就气候变化议题发布咨询意见的管

辖权本身就缺乏法律基础，即使存在先例，也不足以证实其管辖权的合法性。 此外，这些国家也提醒国际社

会应关注国际海洋法法庭持续扩张咨询管辖权的倾向。

（三）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扩张趋势及其影响

关于国际海洋法法庭全庭是否具有咨询意见管辖权的争论在 ２０１５ 年“次区域渔业委员会咨询意见申请

案”中就已凸显。 不论是从应法庭邀请多个国家提交的书面意见，还是从国际学者们的讨论，都可以看到明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ＩＴＬＯ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５，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ｔｌｏｓ．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ｉｔｌｏ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ａｓｅｓ ／ ｃａｓｅ＿ｎｏ．２１ ／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
２０１５＿２１⁃ａｄｖｏｐ⁃Ｅ．ｐｄｆ．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中国、印度、巴西、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３４ 个《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及联合国、非洲联盟等 ９ 个国际组织应国际海洋
法法庭邀请提交书面陈述。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５ 日，法庭听取了中国、英国、印度等 ３３ 个《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和非洲联盟、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太平洋共同体的口头陈述。

其中各国的表述不尽一致：法国、德国等明确表示国际海洋法法庭就此申请具有管辖权和自由裁量权；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认为国
际海洋法法庭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拒绝咨询意见申请。

《ＣＯＳＩＳ 协定》第 ２ 条确认了委员会享有申请咨询意见的权限。
参见马新民：《当前国际法形势与中国外交条法工作》，载《国际法学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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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观点分歧。 但在正式发布的咨询意见中，法庭全庭通过审查和解释《海洋法公约》第 ２８８ 条、《国际海洋

法法庭规约》第 ２１ 条和《国际海洋法法庭规则》第 １３８ 条，最终认为自身具备咨询职能。 此次法庭实践起到

了明显的先例效果，在 ２０２３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收到的针对“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申请”的书面意见中，不少国

家都援引和认可了法庭在 ２０１５ 年作出的决定及其依据。
各方对于法庭全庭的咨询意见职能之所以持不同观点，主要是考虑到咨询意见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方

面，咨询意见虽然不同于诉讼案件的判决，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其作为对相关法律问题的权威性解释，依
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也反映出国际海洋法法庭期望更主动参与和全面推动国际海洋事务的用意。 另一

方面，咨询意见兼具法律和政治两方面的影响力，已经成为部分发展中国家解决国际争端或实现其某种政治

目的的新渠道。 如果这种咨询职能被某些国家滥用，可能会刺激更多的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国家以此作

为诉讼程序的替代工具，进而产生扰乱争端解决进程或相关问题处理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对法庭全

庭享有咨询意见管辖权的声音不无道理。 虽然国际海洋法法庭于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正式发布了关于气候和

海洋的咨询意见，并明确表示法庭全庭就此具有咨询意见管辖权，但从长远角度来看，为了避免不确定的溢

出效果以及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法庭对其咨询职能的行使应全面评估、谨慎对待。

三、《海洋法公约》中“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义务的解释和适用

在实体性问题上，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申请主要涉及《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义
务的认定。 需要明确的是，《海洋法公约》并未直接提及气候变化事项，这主要是受制于公约制定时相关科

学认知和政治意愿的局限。 《海洋法公约》谈判期间气候变化虽已获得一定国际关注，但尚未形成普遍国家

的共同关切，更缺乏直接证据证实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因而《海洋法公约》中并未纳入气候变化议题。
随着气候和海洋之间的关联逐步被科学证实，以及小岛屿国家在海洋机制的司法尝试，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回

顾《海洋法公约》之宗旨精神和具体内容，并发现公约在海洋气候危机上具有一定的解释空间和适用可能。
从《海洋法公约》的宗旨精神来看，《海洋法公约》有着“解决与海洋有关的一切问题”的愿望和雄心，也

正因如此，公约被冠以“海洋宪章”之称。 《海洋法公约》从诞生至今已超过 ４０ 年，很多新的海洋问题层出不

穷，而这些问题显然无法被穷尽在最初的公约文本中。 因此，公约想要维持其宪章之功能，就需要保持内容

的先进性，呼应时代需求。 不少学者对此保持乐观，认为《海洋法公约》作为时代的产物，一直处于发展过程

中。① 《海洋法公约》作为“活文书”（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维持其活力。 比如，可以通过对

条约案文进行“演化解释”的方法将“新问题”和“旧公约”建立联系，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② 抑或是通过

《海洋法公约》大部分章节中的“关联条款”吸纳相关规则，实现与其他制度的协同发展。③ 以上两种途径不

需要制定新的规则，更多依赖公约自身内容，对其加以解释、澄清和适用即可实现。 此外，还可以选择制定新

的执行协定，补充规定新议题，如 ２０２３ 年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

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简称《ＢＢＮＪ 协定》）。 执行协定的方式可以更全面地对目标问题进

行规制，并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与《海洋法公约》体系已有制度的协调。 在《ＢＢＮＪ 协定》制定之前，这种方式已

经在“跨界、高度洄游鱼养护和利用”和“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问题上有过成功尝试。 因此从理论上

讲，《海洋法公约》具有将与海洋相关的气候问题纳入其规范体系的可能性和路径参考，这种期待也符合公

约制定之初希望发挥宪章功能的宗旨和精神。
在具体内容上，公约第十二部分是最有可能与气候变化建立关联的内容，因此利用相关制度有可能用来

支持成员国实施有利于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措施。 既然气候变化会引起海洋环境恶化，那么是否可以推

定《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义务中也包括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海洋相关的气候变化呢？
要想回答和论证这一问题，对第 １９４ 条的认识和解释至关重要。

《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４ 条对各成员方来说是一项“尽职调查义务”，各方应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减少和控

①
②

③

参见何田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４０ 年：历程、挑战和中国角色》，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第 ７６⁃７８ 页。
参见秦天宝、虞楚箫：《演化解释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发展———结合联合国 ＢＢＮＪ 谈判议题的考察》，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９９⁃１００ 页。
参见贾宇：《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促进海洋及其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第 ９６⁃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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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 此处的“污染”并没有明确的范围限制，理论上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的

一切来源都包含在内。 第 １９４ 条第 ３ 款对常见的污染来源进行了列举，其中第（ａ）项提及“从陆上来源、从
大气层或通过大气层或由于倾倒而放出的有毒、有害或有碍健康的物质，特别是持久不变的物质”。 这其中

虽然并未直接提及二氧化碳，但结合公约中其他条款对“大气层”一词的运用，可以将来自大气层或通过大

气层的污染源理解为船只或飞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① 同时，公约第 １ 条将海洋环境的“污染”界定为“人类

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类健康、
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损坏海水使用质量和减损环境优美等有害影

响”。 而基于科学论证和相关报告，当海洋中的二氧化碳达到一定程度时，确实会造成海洋变暖、海洋酸化

等现象，并直接威胁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存续。 结合来看，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理论上满足

上述条款的描述，可以解释为公约第十二部分的“海洋环境污染来源”。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收到的各方关于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的书面申请和口头意见中，关于这个问题依然存

在不同立场。 小岛屿国家自然支持上述解释逻辑，澳大利亚等也认同 ＣＯＳＩＳ 的主张，认为《海洋法公约》
第 １９２ 条规定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义务包括气候变化事项。 但这些国家同时也认可《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的功能，认为缔约方在《海洋法公约》下承担的海洋环保义务不应超越气候公约体系的标准。 印度尼西

亚和中国等则明确反对将气候因素纳入第 １９２ 条的解释，认为温室气体排放对海洋的影响自成一类，不应将

其定性为《海洋法公约》中的“海洋环境污染”。② 在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国际海洋法法庭发布的咨询意见中，
法庭明确表示，人为排放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构成《海洋法公约》第 １ 条中的“海洋环境污染”。 各缔约方依

《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２ 条需要履行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义务也包括应对任何类型的海洋环境破坏和威

胁。 具体来说，各缔约方有义务保护海洋免受气候变化影响和海洋酸化造成的海洋环境破坏和威胁。③

四、海洋法体系调整气候问题的固有局限和现实障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海洋法公约》在争端解决、宗旨精神和义务设置等方面存在对气候变化

减缓和适应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制度可能。 但从实际可行性来看，寄希望于通过《海洋法公约》体系调整气

候议题存在明显的理论鸿沟和现实挑战。

（一）《海洋法公约》无法全面调整“海洋—气候”危机

虽然理论上可以将气候变化减缓嵌入《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的要求，但即

使是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海洋法公约》也从来都不提供“一站式服务”，甚至在调整海洋环境问题上公约

本身也存在明显局限，即公约使用的海域划分的治理手段并不能全面反映海洋生态系统的关联性和互动性。
这也是《海洋法公约》在应对系统性环境挑战时能力受到质疑的地方所在。 全球海洋是一个水域相通的生

态系统，更需要动态和整体的管理方法。
此外，虽然能够通过公约目标解读和演化解释等方法将公约适用范围拓展至与海洋有关的气候问题。

但公约确实缺少直接规定，无法提供直接有效的调整。 在争端解决方面，虽然国际海洋法法庭正式发布了与

气候和海洋相关的咨询意见，但这并不能填补气候变化制度下争端解决机制的空缺。

（二）气候变化法和海洋法之间缺乏规则协同机制

在海洋法平台下推进气候议题还有一大障碍，就是气候变化制度和海洋制度之间缺乏规则协调的基础。
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海洋法公约》第 ２３７ 条和第 ３１１ 条分别从海洋环境保护和公约整体适用的角度对公

约与其他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规定，确保公约与其他相关文书的协调。 但第 ２３７ 条不适用于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候变化协

①

②
③

参见朱利江、武俊松：《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权利挑战、规则重构和诉讼愿景》，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第 ２８⁃２９ 页。

参见马新民：《当前国际法形势与中国外交条法工作》，载《国际法学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２７ 页。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ｓ 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ｓｅ Ｎｏ． ３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２１ Ｍａｙ 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ｔｌｏｓ．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ｉｔｌｏ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Ｒ＿３５０＿ＥＮ．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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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简称《巴黎协定》），因为这几个关于气候治理的国际文书并不属于《海洋法公约》第 ２３７ 条中的“保护

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特别公约和协定”，因而只有第 ３１１ 条有可能用来处理《海洋法公约》与气候变化公约的

关系。 第 ３１１ 条的核心精神是只要其他条约不影响缔约方在《海洋法公约》下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则
《海洋法公约》也尊重各缔约方根据其他条约而产生的权利。 同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

方订立仅在各该国相互关系上适用的、修改或暂停适用本公约的规定的协定。 但是这一条的启动需要气候

机制发展到对《海洋法公约》部分条款产生修改和暂停影响的程度。 虽然这有可能发生在海洋基线和海洋

划界相关议题上，但不太可能在保护海洋环境免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角度适用。① 可见，《海洋法公约》规
则协同条款并不能全面调整与气候公约之间的关系。

在气候变化规制体系下，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缺乏处理与其他公约关系的具体规

范。 虽然《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７ 条第 ２ 款（ ｌ）项中有缔约方会议应“酌情寻求和利用各主管国际组织和

政府间及非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合作和信息”的表述，但对于公约与其他国际文书之间的协调并未提及。
随后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也并未对此问题有所突破。② 这对于与《海洋法公约》体系建立规

则协同之桥梁造成了明显的制度障碍。 在越来越多的相关领域试图与气候治理之间建立契合点的趋势下，
制度互通和规则协调至关重要，这也必将成为日后气候会议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重要事项之一。

（三）小岛屿国家咨询意见申请可能获得的海洋法支持相对有限

虽然国际海洋法法庭已经就 ＣＯＳＩＳ 的申请对各缔约方在《海洋法公约》下应承担的气候变化义务发布

了咨询意见，但该咨询意见所能发挥的实际效用恐怕也相对有限。 一方面，即使将温室气体解释为《海洋法

公约》第 １９４ 条的“污染来源”，但第十二部分规定的海洋环境保护义务也是相对宽泛的一般性义务，相比之

下，《巴黎协定》有关国际义务的设定更为明确，这是《海洋法公约》很难超越的。 此外，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申

请中提及国家义务和国家责任问题，但从目前各方提交至海洋法法庭的书面意见来看，不少缔约方并没有对

“国家违反此义务是否需要承担国家责任”这一问题明确表态，或者认为本案不涉及国家责任问题。 可以看

出，即使法理上允许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义务之中，但是否能

达到小岛屿国家期望的各方承担《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家责任的实际效果，恐怕并不乐观。
另一方面，小岛屿国家提出咨询意见申请的真实意图和最终目的超出了海洋法调整的范围。 该申请如

果仅从法律角度探讨，很容易陷入逻辑泥潭。 其实小岛屿国家采取国际司法途径提出气候变化案件，除了挑

战大国遵循的法律基础的合法性，更重要的目的是形成政治施压，获得更多支持。 除了诉至国际海洋法法庭

的“气候咨询案”，类似申请也出现在国际法院和美洲人权法庭，这种法律途径的尝试正是通过在相关国际

司法平台上连续的案件申请乃至案件受理来累积法律影响力，进而形成政治压力。 在此意图安排和逻辑链

条下，咨询意见等法律文件被期待用来明确国际谈判中的焦点，增强政治辩论的国际接受度。③ ＣＯＳＩＳ 在其

２０２３ 年年度报告中也重申“委员会的领导作用是一种全球政治活动”。④ 可见，提交至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气

候变化咨询意见申请有更深层次的政治意图，即使考察其中的法律需求，比如气候变化损害责任的承担，恐
怕也是无法仅仅依靠海洋法制度可以得以明确和解决的。

五、海洋气候议题回归气候治理平台的制度反思与前景展望

相较于海洋治理路径，气候变化相关公约已经成为全球制定气候政策、加强气候合作的专门立法。 而且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为缔约方详细、全面地设定了需要履行的义务，《巴黎协定》更是确立了“国家自主贡

献”标准。 因而从立法目的和发展现状来看，想要充分解决基于海洋的气候危机，最理想的模式还是要回归

①

②

③

④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Ｒｅｄｇｗｅｌｌ，Ｔｒｅａｔ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ＳＣ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３４：４４０，ｐ．４５５（２０１９） ．

参见吕江：《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规则协同：演进、挑战与中国选择》，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５５ 页。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Ｇｕｉｌｆｏｙｌｅ，Ｓｍ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ＴＬＯ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ＥＪＩＬ：Ｔａｌｋ！ （１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ｊｉｌｔａｌｋ．ｏｒｇ ／ ｓｍａｌｌ⁃ｓｔａｔｅｓ⁃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ｉｔｌｏ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ＣＯＳＩＳ ２０２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ｓｉｓ⁃ｃｃｉｌ． ｏｒｇ ／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ＣＯＳＩ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３＿３１１０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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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平台，即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下获得观念重视和制度支持。

（一）气候变化法应对“海洋—气候”危机的制度欠缺

虽然理论上以气候变化公约作为主渠道处理和推进气候相关议题更为合适，但无论是考察气候变化公

约中的海洋因素，还是追溯小岛屿国家向国际海洋法法庭发起咨询意见申请的真实用意和背后无奈，都反映

出当下气候变化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
其一，气候变化公约体系缺乏海洋因素考量。 虽然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诸多负面

影响，但纵观联合国气候变化机制中的国际公约，却很难从中找到海洋角色的踪影。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旨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 《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 ４ 条第 １ 款第（ｄ）项提及了“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但仅限于对其功能的简单描述，即作为“温室气体

的汇和库”（ｓｉｎｋ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虽然各成员国有义务促进和加强包括海洋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汇和库”的管

理，但仅是笼统的规定，并不涉及海洋酸化、海洋变暖或海洋脱氧等具体海洋气候问题的解决。 《京都议定

书》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上提出量化的减排目标，但其调整的国家数量和温室气体种类都很有限，虽
然后期经过了《〈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的调整，但依然未将海洋问题纳入文书的整体考量。 《巴黎协

定》中也依然缺乏有关海洋气候问题的专门条款，气候对海洋的影响仍然未构成气候谈判的重要议题。
其二，《巴黎协定》的目标落实尚不理想。 《巴黎协定》的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

水平以上低于 ２℃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１．５℃之内”。 但该目标并没有适用于

海洋部分的标准，因而也无法指导成员国采取必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对于海洋的影响。 《巴黎协定》的另外

一大特点是建立了“国家自主贡献”的概念，即要求缔约方采取国内减缓措施来实现减排目标。① 各国的自

主贡献需要报告给秘书处，并定期进行全球盘点，用以查看各国的自主贡献和减排目标之间的差距。 但目前

很少有国家将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纳入他们的“自主贡献”，全球盘点也未囊括海洋部分的二氧化碳目标，
因而无法预估减排行动对海洋的影响。② 此外，“国家自主贡献”从本质上来讲是没有强制约束力的，主要依

靠国际制度框架下各国的自觉推动。③ 小岛屿国家之所以诉诸国际海洋法法庭，原因之一正是不满意于各

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巴黎协定》目标落实和承诺兑现方面的表现。 另外，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咨询意见管

辖权方面存在一定的法律空白，这也为小岛屿国家在司法层面另辟蹊径提供了机会。

（二）“蓝化”《巴黎协定》曙光初现

虽然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在发展之初没有将海洋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但在近三次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大会中，各缔约方已逐步开展了关于“海洋—气候”交叉议题的讨论。 在 ２０２１ 年《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 ２６ 次缔约方大会后，《格拉斯哥气候协议》要求其科学和技术附属机构每年开展一次“海洋与气候对

话”。④ 在 ２０２２ 年的波恩对话上，各方就对“在《巴黎协定》下加强和整合国家层面的‘海洋—气候’行动”以
及“启动‘海洋—气候’解决方案并优化机构联系”两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⑤

第 ２７ 次缔约方大会持续关注海洋议题，并特别设立了“海洋展馆”和“海洋气候峰会”等活动，并对海上

碳移除、深海采矿、海洋生物多样性、蓝碳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第 ２８ 次缔约方大会进一步确定了从化石

燃料转型的承诺，并倡导海洋科学作为海洋和气候行动基础的关键作用；同时认识到对海洋行动的投资仍是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最少的，认为今后应制定强化方案。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巴黎协定》第 ４ 条。
尽管许多国家承诺了新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世界仍然难以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控制升温 ２℃的目标。 根据所有 １９２ 个缔约

方的所有可用国家自主贡献，预计 ２０３０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将增加 １５．９％。 除非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否则，到 ２１ 世纪末可能
会导致气温上升 ２．７℃左右。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２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ｃｍａ２０２１＿０８ｒ０１＿Ｅ．ｐｄｆ．

只能每 ５ 年检查一次减排成绩，对于不遵守的国家再以谈判方式施压。
“海洋与气候对话”会邀请框架公约下的相关工作组和组成机构考虑如何在其现有的任务和工作计划中融入与加强基于海洋的行动

内容，参见《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第 ５８ 条、第 ６０ 条、第 ６１ 条。
在国家层面，各国可以通过将海洋因素积极融入“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行动计划”等方式推进“海洋—气候”行动。 而在国际层面，

则需要建立跨部门、多层面的保障体系，特别是加强与联合国海洋进程的合作，以及相关制度的协同。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２０２２—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Ｂｏｄｙ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ｖｉｃ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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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发展可以看出，海洋行动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进程中的地位正在进一步主流化。 但是目

前有关海洋议题的讨论多在边会中进行，正式谈判中各方的重点依然集中在传统议题上，还没有出现关于海

洋的实质性讨论。 此外，在法律制度中融入海洋因素目前还是空白，政策也多停留在呼吁层面，尚未形成具

体的对接措施。

（三）海洋法制度的配合与推进

在气候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对海洋议题加强讨论和纳入规制的同时，海洋治理进程也在继续推进对适

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相关努力，今后有望配合气候变化政策在海洋层面的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海洋

法公约》这一全球性文书以外，部门性和区域性海洋制度越来越展现出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具有的独

特活力和积极作用。 在渔业方面，不少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已经开始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开启应对气候变化

的措施。 例如，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海洋管理中应对气候变化。 西南极半岛

海洋保护区和威德尔海海洋保护区的提案中明确提出了增强气候韧性、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

统的影响等目标。① 在航运领域，国际海事组织在《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最新修订的附件六中就开

始处理船舶排放的温室气体问题。 ２０１８ 年，国际海事组织还通过了一项航运业温室气体减排初步战略，以
期在 ２１ 世纪内尽快逐步实现船舶的零排放。②

但从全球海洋治理的整体框架来考察，目前涉及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措施并不丰富，而且尚未形成部

门间的协调机制，或由适格主管机构负责统筹的系统性回应。 因此，在海洋治理和制度运行层面，对于需要

多大程度地融入气候变化因素，以及相关措施的实施是否能发挥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实际效用，目前都缺

乏统一的依据标准和后续监督。

六、中国在海洋气候治理方面的现有努力与完善方向

无论是海洋可持续发展还是气候变化议题，都是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也是维护国家发展

权益的宝贵机遇。 近年来，中国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和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等海

洋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相关法律文件和司法实践的形成。 同时，中国也是《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体系的切实维护者，积极履行相关义务，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而努力。 但是两大全球公域问题出

现进一步交叉的趋势，又对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国际层面，中国积极通过国际司法机构发声，团结相关国家和组织，维护中国的发展利益。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中国首次参加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口头程序，这次的口头程序正是涉及小岛屿国家提交的气候变化咨询

意见申请。 中国日后会继续通过相关机会，充分阐述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强国际法适用

和解释的能力。 同时应注意到，不少国家在发表有关“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申请”的立场观点时援引了“南海

仲裁案”的非法裁决来解释《海洋法公约》中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义务，因此中国需要警惕国际海洋法

法庭气候咨询意见可能在地区范围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③

此外，中国观察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也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 因此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８ 次

缔约方大会举办期间，中国以《生物多样性公约》主席国的身份宣布牵头发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实施倡议，旨在协同推进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增强地球生命共同体气候韧性。 今后

在“海洋—气候”交叉议题上，中国也可借鉴上述举措，多角度地加强气候议题与海洋议题的协同发展。
除了在全球性会议的发言和提交的政策性文件中加强对于“海洋—气候”议题的回应，中国还可通过区

域和双边合作，推动相关议题的讨论和具体计划的落实。 比如，中国可以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的区域性经贸条约的制度优惠，为“海洋—气候”协同行动申请项目资助。 也可以在南海海洋保护区建

①

②

③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ａ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１（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Ｓｃｏｔｉａ Ａｒｃ），
ＣＣＡＭＬＲ，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ｃｃａｍｌｒ．ｏｒｇ ／ ｅｎ ／ ｃｃａｍｌｒ⁃ｘｘｘｖｉｉ ／ ３１；ＥＵ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Ｗｅｄｄｅｌｌ Ｓｅａ ＭＰＡ （ＷＳＭＰＡ），ＣＣＡＭＬＲ，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ｃｃａｍｌｒ．ｏｒｇ ／ ｅｎ ／ ｃｃａｍｌｒ⁃ｘｘｘｖｉｉ ／ ２９．

ＵＮ Ｂｏｄｙ Ａｄｏｐｔ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ＭＯ（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Ｐｒｅｓｓ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 Ｐａｇｅｓ ／
０６ＧＨＧ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ｓｐｘ．

参见李万强、田淏予、郭剑萍：《国际海洋法法庭气候咨询案：背景、法理及溢出效应》，载《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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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方面与周边国家合作引入“应对气候变化”目标。① 又如，２０１８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欧洲联盟关于为促

进海洋治理、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经济繁荣在海洋领域建立蓝色伙伴关系的宣言》正式签署，中国可以以

此为平台和契机加深与欧盟在海洋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与对话。
在国内层面，中国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性文件，引导国内气候治理的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的理念创新和国家战略。② 从已有的政策文件来看，海洋作用主要体现在气候适应问题中。 如《国家

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２０３５》明确将“海洋和海岸带”作为提升自然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重点领域。 虽

然气候变化相关的国家政策比较丰富，但法律层面的规范制度却相对贫乏。 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专门应对

气候变化的法律，虽然在有关工业生产的法律框架下可以开展一定的气候减缓措施，但这些法律毕竟不是针

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所以能够适用于气候治理的规范十分有限。③

在海洋领域，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部分提出应“建立海洋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机制”。④ 这与《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中对海洋的观点相一致，即强调海洋灾害应对是优先事项。⑤ 但在作为中国保护海洋环境的综合性法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并没有提及气候变化因素以及海洋碳汇概念。 对此，中国未来可考虑适

时制定气候变化法，并将海洋因素纳入其中。 也有学者建议可以通过单独立法，例如研究制定“海洋经济和

科技发展促进法”，确定在新发展格局及“双碳目标”下推进海洋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战略方向。⑥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中，海洋长期以来扮演着“重要但不被重视”的角色。 随着气候公约大会上海洋

议题的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也开始讨论现有海洋法和相关制度是否能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起到一定的支

撑作用。 这不仅扩大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辐射范畴，也是对现代海洋规制体系在面对系统性挑战时的全新考

验。 《海洋法公约》在制定时不曾涉及对气候问题的考量，但公约的统领性和灵活性似乎又给予了其应对新

问题的一定空间。 这也正是 ＣＯＳＩＳ 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气候变化咨询意见申请的理论“底气”。 但是，依
靠海洋法制度全面调整“海洋—气候”交叉议题缺乏理论自洽和政治合意，同时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国际海

洋法法庭咨询管辖权扩张甚至被滥用的趋势，进而产生架空联合国气候变化机制的风险。 相比之下，回归气

候变化制度主渠道，同时以海洋制度为辅助更具可行性。 讨论重点可进一步放在气候变化制度下如何融入

和落实基于海洋的气候行动，以及气候变化法和海洋法之间的衔接和协调。 气候变化和海洋治理从相互平

行到有所交汇，反映出跨越国界的公域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急迫化的特点，同时也对一体化解决相关问题提

出更高要求。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从国际国内多层面支持海洋气候危机的应对，在从近海走向远海和深海

的基础上，寻求建设海洋强国和担当气候治理负责任大国的双赢共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张丽娜、刘雨宵：《气候变化背景下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问题研究》，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５ 页。

２０１４ 年中国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其内容与中国提交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一份“国家自主贡献”相
一致。 此外，２０１３ 年中国还颁布了有关气候适应的专门战略，并于 ２０２２ 年完成了新阶段的版本升级，即《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２０３５》。 与此
同时，江西、重庆、山东、广东等地在 ２０２２ 年陆续出台“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从地方层面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多项指标。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

包括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同时要提高海洋灾害监测、风险评估和防灾减灾能力，加强海上救灾战略预置，提升海上突发环境事故
应急能力。

参见创绿研究院：《海洋保护与气候行动的协同：中国和德国的政策比较》，载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ｈｕｂ．ｏｒｇ．ｃｎ ／ ／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ｆｉｌｅ ／ ２０２２ ／ １１ ／ ｒｅｐｏｒｔ⁃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ｃｅａｎ⁃ｎｅｘｕｓ⁃ｃｎ⁃ｍａｒ２２．ｐｄｆ。

参见陈佳邑：《全国政协委员张海文：制定法律政策，推动海洋领域实现“双碳”目标》，载《中国自然资源报》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９ 日，第 ５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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